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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及其启示 
——基于程序正义和公众参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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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嘉兴市在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实践包括构建环境治理民主协商的

“圆桌会”制度；以“大环保”理念动员各方共同参与；以“联动化”方式加强社会各主体间的互动；随机抽取

公众“评审员”参与案件处罚评审；以公众参与“点单式”执法确保环保督察的公平；以“道歉书”方式增加企

业违约成本。这些创新实践活动不仅提升了当地政策的有效性，也对推进全国层面上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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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axing city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s constructing "Roundtable"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setting up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mobilize co-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of society in the way of “linkage", randomly selecting public "review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iew of penalty cases, 
ensuring the fair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ors by “order list” law enforcement as well as increasing the 
enterprises cost of default by "apology book". Jiaxing c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not only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n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local policy practice, but also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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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已经成为

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共同面对的议题，需要

社会各方共同参与。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环境运动
的兴起，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环境

NGO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此，西方一些学者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出了较为
                                                        

收稿日期：2016－06－02 
基金项目：中欧环境治理地方项目(欧盟项目) 
作者简介：林卡（1961-），男，浙江衢州人，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 

具体的评估标准，例如劳伯和克努特提出公平性四

项评估标准，即环保影响评价中公众所占的比重、

公众对于环境保护决策的影响力、环保部门人员的

知识和理论质量以及这些因素对改善过程关系的

影响程度[1]。乔纳森也认为在环境保护中引入公众

参与是一种经济且高效的方法，是基于市场机制获

得公平环境政策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改进环境治理

并且降低治理成本[2]。 
为保护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序正义，西方国

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来确保公民能够参与

到环境决策的过程中。例如，2001年奥尔胡斯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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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民众具有获得环保相关信息、参与行政决定过

程与司法进程的权利。欧盟在2003年成立的“奥胡
斯公约遵守委员会”也对环境决策中的民主参与权

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这些公民环境参与的权利包括

信息获取权、决策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3]。在保护

公众的知情权方面，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信息自由

法》和《紧急计划和社区知情权法》，要求企业公

开环境影响方面的信息以便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

决策的进程。这些法律法规从程序上保证公众对环

境的享有权、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推动了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并基于这些法律法

规的实践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 
一般来说，环境治理包括环境规划和论证、环

境审批的听证和评议、行政审批和立项、公示和监

督以及项目执行等环节。为保证公众参与的权利，

发达国家或地区在这些环节中通过公众讨论、辩论

和评议的形式来缓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和

冲突，提升环境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英国高

速铁路建设的环境规划为例，政府积极引导可能受

影响社区的民众、非政府组织和环保人士参与讨

论。在法国，相关法律规定那些对环境产生明显影

响的大型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公众讨论”，甚至由

全国公众讨论委员会(CNDP)来决定是否需要举行
公共辩论。辩论方式可以是公民自由参加的会议、

网上辩论以及问卷调查，周期通常为4～6个月。有
些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则可以直接参与环境的决策

和审批的过程。在香港，环境项目的决策需要通过

第三方独立机构香港咨询委员会来邀请处在不同

领域具有不同身份的环评成员来对环境项目进行

论证，随后将意见提交环境署长进行决策，这些被

邀请的环评人士包括绿色团体成员、专家学者、银

行人员、商人、工业代表等各类社会群体的代表
[4-5]。在法国，当环境项目评议的公众意见与审议

机关无法达成一致时，可以通过法院裁决来确定，

以充分尊重公众的决策权利。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环境民主的经验为中国环境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借

鉴和启发。 
目前，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和法规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特别是2003年
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建设单位在报批项

目之前必须举行其环境影响的论证会、听证会，或

以其他形式征求社会大众的意见。2004年国务院颁
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行政决策

程序的正当合理性，要求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通过举行座谈会、听

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此后《环境保

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要求政府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强调公众的环境知情

权和参与权。2014年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增
加了规划环评、政策环评以及公益诉求主体等方面

的新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颁布提升了中国环境

公民权的保障水平和公众参与程序的正义性。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在环保立法和执行方面以

及公众参与的民主进程中仍旧存在着许多问题。这

些问题突出表现在：环境决策中的某些程序被人为

规避或简化，公众参与流于形式[6]，很多工作仍然局

限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参与以及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后

监督，难以有效参与环境决策；公民参与环境管理

的法律条款不完善，公众对环境决策的监督缺乏具

体的实施方案和程序[7]；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层次有

限，很多属于个人自发性参与，即便有非政府环保

组织来引领，其所能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针对这

些问题，许多专家强调环境立法中关于公众参与的

程序要具体化并被有效执行，譬如涂晓芳和黄莉培

认为，政府要对参与的途径与方式、参与的时间和

程序有明确规定[8]。陈润羊和花明也强调要从法制保

障、参与渠道、公众素养三方面来完善公众参与机

制[9]。郜凌云则认为必须将原则性条文具体化，完善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确立公众环境请求

权制度，完善环保社会团体制度，为公民的环保结

社创造健康的制度环境[10]。这些建议都在一定程度

上回应了当前环境治理进程中公众参与所面临的障

碍，注重于环境治理中程序正义的意义。 
程序正义被认为是“看得见的正义”，其重视

通过合理和正当的程序来获得人们对于法律裁决

的认可。罗尔斯认为，并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

性的独立标准，因为这一正当性是存在于程序正当

性和合理性中的 [11]。博登海默也认为，“正义具有

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

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2]。由于要达成“实

体正义”的绝对公平公正十分困难，追求程序的正

义就成为追求正义最现实的途径。由此，要保障公



 
 

7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qks.hunau.edu.cn/                    2016 年 8 月 

 

民的基本权利，就应该保证这些法律法规执行和运

作的程序本身是公正和合理的。由于对程序正义的

涵义具有多种认识，人们对程序正义的标准和实现

手段就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如泰勒提出评价公正的

六项价值标准，戈尔丁则就程序公正内容提出九项

标准。在中国，对程序正义的标准和内容有五种说

法，但无论持有怎样的界定，仍然可以从中得出一

些共同遵守的准则。 
罗尔斯认为，当某种程序能够得到人们恰当的

遵守并实际执行时，其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

确和正当的。詹金和莫博涅认为，盟约、解释以及

期望的清晰性是程序正义的三个共同标准。它使个

人参与到决策机制中，能够就决策过程寻求解释，

而且管理者要全程关注参与者的期望[13]。肖建国则

将诉讼程序中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确定为法官中

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和程序维持

等五项原则[14]。基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中立、平

等、公开、参与被认为是程序正义的几项最基本标

准，只有满足这些基本条件，程序规则才能被认为

是可以公正设立和执行的。 
讨论民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过程，可以从程

序正义和公众参与的视角来对其展开深入的讨论。

目前人们常常从规范性角度出发来倡导环境公正

权益和民主进程等理念，因而对于环境立法和环境

审议的环节讨论较多，对于如何实施和确保这些理

念实现的具体政策的探讨较少。鉴此，笔者试图把

程序正义的法学理论引入到对于环境治理进程的

社会分析中，并以浙江嘉兴市公众对于环境参与过

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制度创新为例，论证如何通过强

化环境治理中民主程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来提升

治理能力和优化治理效果，从而寻找到推进环境治

理进程的有效手段。 

二、嘉兴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创新 

尽管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就出台了环境保护方
面的法律，但是直到 90年代中后期环境问题才真正
被社会所关注，环境保护自此走向强调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阶段。为应对当前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多种创新方式改变其所面临的困

境。在江苏，政府从公众参与环评调查、环评听证

制度、环评公告公示等 6 个方面加强公众参与环境

的制度化建设。在遴选听证代表时综合考虑地域、

职业、专业知识背景、表达能力、受影响程度等因

素保证公众的代表性。辽宁沈阳市则对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的方式、途径,享有的权利等方面的立法作了
较为细致的规定，并通过环境热线、“环保办公博客”

等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强化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

互动。浙江省宁波市环保局也通过网站开展行政执

法信息披露、环境质量公布、污染减排和生态建设

等一系列工作。温州市通过信息公开、公众交流、

公众参与、人大政协督察四项制度引导市民代表参

与或监督环保管理工作。 
在这些实践中，浙江省嘉兴市的环境治理公众

参与的经验和模式对于探索公众对环境决策过程

的参与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

是公众在环保事务中从事先到事中、事后进行全过

程参与。具体而言，嘉兴市政府在环境规划、环境

评议和审批以及后期的监督等不同环节中，广泛邀

请环保 NGO、公众和专家学者等真正参与到环保审
批、环境执法、环保监督工作中，通过部门合作和

多方主体的参与，构建公众参与环保治理进程的对

话协商机制。这一机制有助于在环境领域创新公共

事务管理的方式，提高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有效

性，推动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其构成具有六大要

素，即 “圆桌会”、“大环保”、“联动化”、“评审

员”、“点单式”、“道歉书”等六大制度，为公民参

与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程序机制以保障

公民在环保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1)构建环境治理民主协商的“圆桌会”制度。

在环境规划和论证阶段，“圆桌会”制度可以使当

事人通过民主协商的平台，对环境项目的规划方案

提供咨询意见。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常态

化的环境治理单纯依靠政府一方是行不通的。在嘉

兴市，“圆桌会”制度被广泛引入项目论证、重大

环境问题讨论以及治理方案设立活动中。具体也就

是要求地方政府在对市县重大环境项目进行审批

时，邀请包括公众、政府、媒体、企业等来参加“圆

桌会”，就环境项目的污染减排、环境教育和政策

制定等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交流，以提升项目论证

和审批立项的科学性。 
(2) 以“大环保”理念动员各方共同参与。在

项目执行阶段，嘉兴市积极动员社会多类主体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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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引导部门之间的合作，形成了“大环保”理

念下的组织框架。这些社会主体不仅包括嘉兴环境

联合会、环保检查团、专家服务团、市民评审团和

环境权益维护中心等民间组织，也包括企业、社区

和个人主体等。其中，环保检查团成员是通过《嘉

兴日报》向社会公开招聘，成员来自不同社会阶层，

有大专院校的教师、绿色学校的学生、社区居民、

外来务工人员、各级机关干部以及离退休人员。同

时，通过公开招聘、组织推荐和邀请，嘉兴市成立

由 50 名具有较高环保专业技术水平的专家组成的
服务团和宣传环保知识的环境保护宣讲团、环保志

愿者服务队、节能减排志愿者先锋服务队、环境学

会、产业协会以及学会下属的地区(专业)工作委员
会，从而形成“大环保”公众参与的组织框架。 

(3)以“联动化”方式加强社会各主体间的互动。
“联动化”指公众多元联合，共同协作，强化环境

治理监督。其主要表现在公众参与区域污染防治监

督联动、公众与环保 NGO 及网上信息的联动等，
也表现在社会多部门合作寻求环境公共事件的参

与等等。如嘉兴市推出全国首份“环保手机报”，

开通环保官方微信群，在网上设立“市民检查团”、

“环保志愿者在行动”、“12369网上投诉中心”、“环
保视角”等专栏，打造公众“可参与、可投诉、可

点评”的网络互动平台[15]。这些活动大多通过环保

联合会的成员发起，借助 QQ群平台进行信息沟通
和互动。当环保部门邀请活动时公众可以自愿报

名，参与到环境项目的监督检查中以回应相关管理

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 
(4)随机抽取公众“评审员”参与案件处罚评审。

在项目监督环节，嘉兴市创建了“评审员”制度。

这些“评审员”包括企业负责人和普通群众，通过

机构推荐、媒体招募等形式产生，每人每年至少要

参加一次案件处罚评审。评审组由每次随机抽取的

“评审员”（要求评议案件所在地只能有 1 名“评
审员”参加），和邀请的 2 名环保行风监督员等组
成，其成员一般在 5人以上，由环保局召集参与审
议[16]。这些“评审员”来自不同领域，对所审议的

环保事件及处罚额度进行讨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形成决议，环保行政机关在此基础上形成相

应的处罚决定。一般来说，公众参与审议环节，由

他们对于处罚标准和法律适用提出参考性意见，可

以有效避免政府处罚的随意性或行政不作为，提升

环境治理的整体水平。 
(5)以公众参与的“点单式”执法确保环保督察

的公平性。“点单式”执法赋予公众在环保执法以

及对排污企业抽查的“点名权”。这一制度力图排

除项目监督中的外在干扰，通过随机点名的方式构

建执法部门与公众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往

环境执法一般是由环保部门独自开展，其检查过程

本身以及检测结果有可能面临社会大众的质疑。从

2009年起，嘉兴市引入公众参与的“点单式”行政
执法制度，通过微博网络报名、公开招募等形式，

邀请普通市民、志愿者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参与。

在环保部门的召集下，这些成员对环保重点监管企

业名单上的企业进行检查，或以自主点单的形式随

机抽取检查相关的企业，并在随后对其检查结果进

行公布。这种随机抽查方式有效实现了对环境项目

和污染企业的检查和监督，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

和企业的合谋行为，降低了政府的环境治理成本，

也增进了政府环保部门监察的客观和公正性。 

(6)以“道歉书”方式增加企业违约成本。“道

歉书”是指借助社会媒体的手段来监督企业行为，

强化环保信用企业评估机制。为了强化对企业污染

排放的约束机制，嘉兴市政府出台了《环保信用不

良企业公示管理办法》以及《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

级评价实施办法》，要求环境信用不良企业通过登

报道歉和治污承诺的方式加强自身约束，并通过银

行信贷监管以及邀请媒体和公众参与的方式对这

些企业环境整改过程进行监督。这种通过社会媒体

进行环境监督的方式可以增加企业的违约成本，强

化企业的环境整改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环

保部门执法监督的成本。 

从总体上说，这六大创新方式覆盖到环境治理

的各个环节，确保了环境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正义(图

1)。当然，在实际执行中，这几种环境治理的创新

方式之间并不能进行严格区分，因为在许多环节这

些手段也是综合加以采用，因而这些制度创新往往

具有综合效应，对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

策权和监督权，使各方介入到环境治理进程，形成

良好的环境治理成效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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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嘉兴市环境治理中的程序  

三、嘉兴市环境治理经验的启示 

嘉兴市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治理过程中所面临

的程序民主、社会赋权和程序执行等一系列实践问

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推进环境治理中的程序正

义具有以下启示。 
1．通过制度创新确保环境治理的民主性 
程序正义需要形成有效的制度。环境治理的决

策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因而要使各方利益相

关者都有可能介入并把它形成制度。嘉兴模式的意

义首先在于对环境宣传和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的制

度创新。它在环境规划、环境评议、环境政策执行

以及监督等几个环节创新了一系列机制并通过相

关程序来确保环境治理的民主性 (图 2)。 
在环境规划阶段，“圆桌会”能够搭建一个环

境治理讨论的平等协商机制，通过召开项目论证

会、治理方案恳谈会增进协商民主，提升了环境治

理的科学性。当然在实际的执行中，对公众的授权

不足以及公众在相关专业技术知识方面的缺乏等

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

有效性。 
在环境评议阶段，嘉兴市倡导“大环保”理念，

强调部门和社会多主体之间的协作并形成一些规

则。这一现象与“联动化”机制相关联，可以通过

增进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来提升环境项目审批的

效率。它构建了整体化的公共服务网络并增进部门

工作的协同能力，这种协同不仅在政府部门内部也

在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之间得以体现。 
此外，在环境项目的监督中，“点单式”、“道

歉书”以及“陪审员”制度增进了公众的参与意识，

强化了公众对环境监督的能力，增进了评议程序的

公开性和透明性，确保了环境决策的公正性，降低

了政府的监督成本。 
 

 
图 2 嘉兴市环境治理的制度条件和效应  

从程序正义视角看，目前中国许多地方在环境

治理的程序方面还存在法治不足、人治色彩浓厚、

行政运作替代法治等现象。特别是在威权主义背景

下，公民的自组织性较差，行政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容易出现政府无视公民环境权和利益表达诉求的

弊端。通过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公共决策的程序规

范化途径，可以形成对政府行政权力的约束和监

督，有助于政府按照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办事，减

少决策的任意性和主观性。因此，要强调程序正义

的意义就要形成一定的制度规则，并且要把这些规

则细化到程序中加以稳定化。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不

同主体的利益表达权利，从程序上保证决策信息的

透明化以及公民问政机制的形成。 
2．对公民赋权提高其环境治理参与的有效性 
在程序运作中，当事人和相关方是否有相应的

权利，具有怎样的权利，权利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怎

样防止权利的滥用，对这些问题的清晰回答是实现

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虽然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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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民的参与权利，但是对于“谁来参与”、“参与

什么”和“怎样参与”均没有相关的规范和条例加

以明确规定，致使许多公众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

出现[17]。根据阿恩斯坦的公众参与阶梯论，中国公

众参与环评的形式应该归为“操纵，通知和咨询”。

如果公众在此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对项

目缺乏发言权，那么这一过程在严格意义上讲算不

上真正的公众参与[18]。 
就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来说，目前的体制常常过

多依赖政府推动而群众参与太少，过多地强调公民

保护环境的义务而忽视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具有较

强的政府管制型的特色，这使公民参与具体的环境

治理程序的过程往往流于形式[19]。如最近在杭州发

生的垃圾焚烧场设立事件中，起因就是因为环评公

示阶段的程序尚未完成就开工，伤害了当地群众的

环境知情权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当前环境

决策中，许多地方公民缺乏赋权，对一些环境污染

较大的项目无权过问。当他们的环境利益受到损害

时，就有可能通过各种非常规的方式进行抗争，并

导致群众事件。 
嘉兴模式通过诸如“陪审员”制度让公众充当

环境法官，使之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这种赋权的做

法可以为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提供重大驱动力，从而

提升环境治理的有效性。赋权意味着形成公民良好

的自我意识，也意味着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得到关键

性能力以及为社会、政治行动培育个人与集体资源 

[20]。参与环境治理行动能够帮助公众提升社会权利

的认知，因而被当成社会赋权的主要途径[21]。嘉兴

市政府在环境规划、审议、行政审批和监督等所有

程序环节上强调公民的全程参与的做法，可以不断

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通过将政府原有的权力向公

众转授，为社会各主体的介入提供了各种正式和非

正式的参与途径，增进公民在环境决策中的咨询和

审议权，并提升公民参与的意愿，推进环境参与的

程序正义。 
3．严格执行程序促进其法制化和规范化 
程序正义强调程序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一经确

立就必须遵照执行，不能仅强调实质民主而缺乏对

于过程和形式的规范。在中国的实践中，很多时候

出于行政效率的原因往往简化程序，或者规定了相

关程序而往往采取灵活的方式解释、规避甚至不执

行。比如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信息公

开办法》对于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程序以及环境信

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

许多为建设项目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委托服务的机

构经常弄虚作假，公然违背法律程序规定“出卖”

评价证书及公章或与具体的项目方进行“利益输

送”[22]；在环境信息公开中政府经常以涉密或不宜

公开为由对涉及到公众利益的许多环境信息选择

不公开，或简化公开内容、缩小公开范围。这种不

按照程序执行的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环境治理的可

靠性，还影响了治理的公信力并很有可能引发群体

性事件和社会危机。 
因此，公众参与环境的努力要发挥作用首先必

须强调遵从决策的规制，严格执行程序要求[23]。在

嘉兴市，政府通过积极搭建参与的平台，通过民主

程序的训练提高了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动性和

自觉性。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民主生态的形

成。为了规范参与的有序性，嘉兴市还对一些社会

组织如环保检查团等制定了相应的章程，提升不同

主体参与的规则意识。另外，通过“圆桌会”和“三

团一中心”这些平台强化了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和

监督，通过“点单式”执法和“陪审团”制度使公

众环保执法以及或对排企业抽查落到实处，强调法

律程序的有力执行。同时也通过“大环保”和“联

动化”这样的理念和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区域污染

防治监督联动、公众与环保 NGO 以及网上信息的
联动，强化这种模式的持续性，对于实现有效的环

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 
嘉兴市的环境治理经验作为探索程序正义的

一个重要案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程度，参

与者的代表性，环境决策的影响力，社会组织和民

间群体在环境宣传、环境教育、环境监督等方面都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对缓解人们环境治理中的利

益冲突、促成冲突解决机制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启

示。其创新经验对于提升中国环境治理效能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组织

与社会机构和团体合作的成功个案并不很多。就研

究嘉兴模式的中欧环境项目而言，在运作中作为政

府组织的环境宣教中心与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外学

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并存在一些侵权现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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